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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疫情的病毒式传播:表征、研究现状与展望

钟智锦　 周金金

摘要:信息疫情是传染病流行期间爆发的一种大规模信息流行病,主要表现为与疫情

有关的谣言、虚假信息、错误信息在网络媒体中的盛行。 信息疫情的传播在内容、过程、效
果方面均具有病毒性的特征。 当前国内外传播学领域对信息疫情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信息

疫情的分布、病因推断与治理三类。 未来的研究需采用科学的因果判定方法、细分易感人

群、经验研究与质性分析相结合,深入开展信息疫情的病因研究。 对信息疫情的影响研究

既要兼顾组织、社会与国家层次的影响,关注在线传播与人际交流之间的效果差异,也要深

入探究影响产生的机制。 在信息疫情治理方面,加强监测预警、精准辟谣与效果评估。 最

后,也应聚焦全球化信息生态,从国家传播视角研究信息疫情的成因、表现、影响及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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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

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传染病。 2020 年 2 月 2 日,世界卫生组织在

新冠肺炎疫情报告中特别强调:除新冠病毒外,全球还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信息流行病” ( massive
 

infodemic) ,表现为不实信息( misinformation) 、虚假信息( disinformation) 及恶意信息( malinformation)
混杂在一起,污染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环境,这种现象也被称为“信息疫情” 或“信息流行

病” [1] 。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是引发信息疫情的首个传染病,在过去的几次大规模传染病暴发期间,

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伴随着信息疫情的发生。 2003 年 SARS 疫情期间,美国卫生和危机传播专家戴

维·罗特科普夫针对流言在全球互联网肆虐的现象,就提出“信息流行病”的概念,他认为,一些关于

传染病的事实信息混入了恐惧、猜测和谣言,被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大和传播,
影响公共卫生的同时,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问题,信息流行病的“传染” 远大于

SARS 本身[2] 。 这种现象在我国主要表现为非典疫情初期传言禽流感、鼠疫来袭,板蓝根、白醋可以

防治病毒等谣言的盛行。 2014 年埃博拉病毒在利比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等国家爆发时,一群暴徒

声称病毒是利比亚政府为了从人民手中榨取钱财而制造的骗局,并袭击了利比亚首都的一个病毒诊

所和隔离中心[3] 。 在非洲西部的一些国家也出现了埃博拉病毒的传言,认为它是美国制造的、用来

控制非洲的生物武器[4] 。 塞卡病毒的肆虐也滋生了类似的信息疫情,如认为咖啡可以用作驱蚊剂来

预防病毒感染[5] 、塞卡疫苗的开发是削减一半全球人口计划的一部分[6] 等。 也有研究发现,社交媒

体中关于塞卡病毒最流行的 10 条新闻中有一半是假新闻,且假新闻被分享的概率是真新闻的三

倍[7] 。 艾滋病疫情流行的早期,有很多虚假信息主张病毒并不存在、也不会诱发艾滋病,且它的治疗



方法对人体健康有害,这种错误观点甚至影响了政府决策。 南非的姆贝基政府在 21 世纪初否认艾

滋病并拒绝有效药的投入,反而鼓励患者采取食用大蒜、甜菜根和柠檬汁等未经证实的疗法,令很多

患者没有得到及时医治[8] ,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有综述研究发现,自 2000 年以来,大规模传染病疫

情在预防、治疗、风险因素、传播方式、并发症和疫苗等各方面广泛存在着错误信息,其中,涉及疫苗

和政府等议题的阴谋论也十分盛行[9] 。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同样有大量虚假信息在网络中蔓延,由此引发的信息疫情也得到了国内

学者的研究关注。 相比而言,西方学界对信息疫情的理解仍聚焦在虚假信息的大规模流行,而我国

学者则将虚假信息引发的焦虑、恐慌等社会情绪的蔓延也视为一种信息疫情现象。 本研究认为,疫
情期间的虚假信息流行之所以被称之为“信息疫情” ,原因在于这些信息在内容、传播过程和效果方

面的病毒性特征。 当前的研究分别围绕信息疫情“怎样分布” “为何产生” “如何防治” 三个问题展

开,本文在对这些研究回顾总结的基础上,强调未来的研究应着重关注“导致信息疫情的因素” “信

息疫情的社会影响” “信息疫情的治理”和“信息疫情的跨国比较研究”几个议题。

二、信息疫情的病毒性特征

笔者认为,疫情期间谣言、虚假信息、不实信息的大规模扩散之所以被称之为“信息疫情” ,本质

上在于虚假信息传播的病毒性特质。 信息疫情的病毒性体现为信息内容中蕴藏的负面情绪、信息传

播的病毒式扩散模式以及信息传播对个体和公众带来的有害影响。
(一)信息疫情的内容特征

本研究的重点不在于比较信息疫情与疫情期间其他信息之间的内容差异,而是分析信息疫情相

较于一般虚假消息的内容特征。 首先,信息疫情的内容除了包括与流行病相关的不实信息、虚假信

息、谣言之外,它的病毒性体现在信息中传递或试图唤起的负面情绪。 情绪在信息传播活动中具有

铺垫、唤醒、认知和交流等多重功能,心理和生理层面的情绪调动、共鸣和感染往往是带动信息载体

在人群中传播的内生动力[10] 。 换言之,疫情相关的虚假或谣言信息试图煽动民众的恐慌、焦虑、不
满、怨愤、歧视、敌对、甚至仇恨等负面情绪,通过放大某种潜在或显性的社会情绪吸引人们关注。 在

诸多复杂情绪中,恐慌和焦虑是贯穿各阶段信息疫情的主流情绪。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也是信

息疫情的流行期,针对政府部门、医疗卫生组织等机构的谣言四起,这些谣言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尚

无经验、信息相对匮乏时期,利用民众对当地有关部门的迫切期望,有意编造一些极端事件,激发社

会不满情绪、引起社会恐慌。 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时期,社会对病毒防治措施基本达成共识,与病理

学相关的伪科学谣言有所降低,此消彼长的是围绕地方疫情发展实况与防疫措施的谣言,此类信息

疫情常利用人们对高接近性风险的高防范意识,诱发居民的恐慌和紧张感,使信息疫情在当地人际

网络迅速扩散。 与现实情况对应,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尤其关注“信息疫情”中所包含的焦虑、恐慌等

公众情绪。 也有学者指出,信息过载和信息不确定性引发了人们的焦虑、恐慌情绪,因而转发扩散海

量无用的、虚假的疫情信息,“信息疫情”由此产生[11] 。 王斌同样认为,“信息疫情”不仅是关于传染

病错误和虚假信息的传播,更牵涉到不良情绪的规模化传染,并将这些情绪划分为对疫情不确定性

的惊恐、对被道德化事件的怨怼、对苦难化叙事的同情疲劳、对误解信息的调侃戏谑四种情绪[12] 。
其次,国际领域的信息疫情则带有浓厚的政治化色彩。 在中国政府果断采取封城等措施全力控

制疫情蔓延的同时,也有国外媒体借此抨击中国制度、煽动国家歧视,一些带有政治阴谋论的信息疫

情在西方社会成为操控民意的舆论工具。 以美国为例,名为“匿名者 Q”的组织声称新冠病毒是为了

阻挠特朗普连任而制造出的病毒、政府通过推广疫苗向民众体内植入“微型芯片”以监测行动轨迹等

阴谋论广为流传,这些信息不仅成为阻碍防疫措施有效落实的缘由,也加剧了美国的党派对抗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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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撕裂。
(二)病毒式的传播过程

在信息扩散网络研究中,病毒式传播是区分于广播式传播的一种信息扩散网络结构,相比而言,
广播式指的是一种“一对多”的信息扩散模式,病毒式则描述了如同传染病在人与人之间快速蔓延一

样的链式传播过程[13] 。 就信息的传播过程来看,引发信息疫情的虚假信息常呈现出“病毒式”的扩

散模式,社交媒体中的人际关系网促进了信息转发网络的产生,使得信息的传播呈几何级数增

长[14] 。 近年来,涌现了一些将大规模用户信息行为数据同计算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这些研究量化了

社交媒体中虚假信息与真实信息之间的扩散效果差异。 2018 年,一篇发表在 Science 上的论文基于

2006 年到 2017 年期间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数据,发现虚假信息比真实信息扩散得更远、更广、更深

入,也更快速[15] ,而且相比于一对多的广播式结构,虚假信息更接近一对一的结构病毒式的传播模

式。 2021 年发表在 PNAS 上的论文采用同一批研究数据发现,虚假信息与真实信息的传播模式差异

主要是因为虚假信息触及的用户更多[16] 。 有研究者采用模拟仿真的方法发现,接触与埃博拉病毒

相关的假新闻就像被病毒感染一样,会降低人们的信息识别能力,使他们越来越容易受到“感染” 、倾
向于相信并扩散这些假新闻,该研究还发现,社交网络中拥有大量追随者的超级用户就如同病毒的

超级传播者,他们可以促进假新闻的快速扩散[17] 。 在疫情期间,当公众参与到虚假信息的转发分享

行为当中,病毒式扩散的不仅仅是信息本身,同时也伴随着焦虑、恐慌、谴责、怨愤等社会情绪的大规

模蔓延,这也是信息疫情与普通虚假信息相比的特殊之处。
鉴于信息疫情中的虚假信息在网络中的“病毒式”传播特征,流行病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对虚假信

息扩散过程的解释研究中,常见的有 SI(易感-感染) 、SIR(易感-感染-免疫) 、SEIS(易感-接触-感

染-易感)等数学模型[18-20] ,它们分别描述了社交网络中个体参与虚假信息转发时的不同状态过程。
同解释传染病扩散机制一样,这些模型解释虚假信息传播的关键也在于再生数( R0,reproduction

 

number)的取值,即一个感染者产生新病例的平均数量,它可以用来评估感染源的传染性[21] 。 在虚

假信息传播中,它表示接触到某个用户发布的虚假信息后,继而转发该信息的人数。 对于信息本身

的扩散效果而言,当再生数大于 1 时,虚假信息会呈现指数增长,最终形成大流行的传播效果,当再

生数小于 1 时,虚假信息会趋向销声匿迹。 通过测量参与同一虚假信息传播者的再生数,可以帮助

研究者识别出助推虚假信息扩散的超级传播者,发现各类用户在虚假信息扩散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差异,也为信息疫情的监测预警工作提供了可观测的科学指标。
除了上述关于信息本身的病毒式传播特征外,也有研究注意到了信息所处的媒介和社会环境如

何推动信息疫情的快速扩散和裂变。 如有研究指出,当信息疫情恰好与民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相

耦合时,更容易带来快速扩散效应和羊群效应[22] 。 有研究从媒介化风险的理论视角分析了信息疫

情的病毒式传播过程,正是借力于网络空间的媒介特征,突破物理时空限制的信息病毒比生物病毒

的扩散更具人群随机性,且随着疫情事件发展以及“众包式”的信息加工再生产,信息的内容和传播

方式又会像病毒扩散般变异和迭代,由此呈现出病毒化的扩散模式,风险期间公众的负面情绪则是

助推信息疫情病毒化扩散的场景势能[23] 。
(三)病毒式的传播效果

近期有学者对“虚假健康信息”概念进行了补充,认为虚假的健康信息并非单纯指信息内容的不

准确或者失实,关键在于这种信息在人们解决实际问题和做出决策过程中提供了错误的指引[24] 。
人们为何会相信不实信息? 可以从认知偏差层面来解释。 首先,个体通常对自身的知识水平与认知

能力比较自信,当接触到虚假信息时,人们倾向于结合自己的先前经验和虚假信息做出决策,而虚假

信息常常会有某些细节或情绪是迎合人们的日常经验的。 其次,相比于反复推敲,人们总是习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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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信息加工成本更低廉的初级直觉来思考问题,由此降低了对不实信息的鉴别力[25] 。 疫情的高度

不确定性、人们对信息的渴求、对风险的焦虑恐慌,都会驱使人们快速地相信虚假信息[26] 。 因此笔

者认为,从传播效果层面来看,认知偏差效果是信息疫情对公众带来病毒性危害的直接表现,这种偏

差又同人们的观点、态度和行为选择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有经验研究发现,接触新冠肺炎疫情的虚

假信息让人们误认为自己具备了可以应对风险的相应知识,进而带来了信息回避行为[27] 。 接触和

轻信虚假信息也不利于人们采取有效的防护行为,如有研究发现,人们越是相信“服用双黄连、喝酒

和吸烟可以起到预防病毒”的谣言信息,越不容易采取戴口罩等防护行为[28] 。 同时在美国和英国进

行的随机控制实验研究也表明,接触关于新冠疫苗的虚假信息会降低人们的疫苗接种意愿[29] 。 新

冠肺炎疫情早期,“饮酒可以治愈或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谣言在伊朗境内盛行,这导致数百人因酒

精中毒死亡[30] 。 还有研究发现,相信信息疫情中的阴谋论与暴力行为倾向之间密切关联[31] 。 值得

注意的是,信息疫情的社会影响也是一个从微观到整体的病毒式扩散过程。 个体层面,它主要作用

于个体的认知、态度和情绪,会对个体心理和精神层面带来危害,更严重的会导致拒绝配合防疫安

排、抢购囤货、诋毁疫区人群或感染患者等行为。 随着这种个体影响的累积,它会通过集体认知转化

为一种意见趋于一致的公共舆论,甚至发展出一定规模的集体行动,进而演变为牵涉疫情防治期间

社会系统正常运转的整体性问题。

三、信息疫情的研究进展

学术界对信息疫情的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信息疫情的分布、病因、以及预防和控制[32] 。
(一)信息疫情的分布

目前,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信息疫情分布现状的研究大致沿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从“质”和

“量”的维度分析虚假信息的主题及其数量分布;二是从时空维度揭示信息疫情在不同地域、不同阶

段的分布差异。 既往研究或选择其中一个面向展开详细刻画,或综合其中几个维度全面分析信息疫

情的分布特征。
针对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的信息流行病现象,学者们从不同维度对这些虚假或谣言信息

的主题进行了划分。 如,根据国家互联网辟谣平台和执法机关通报处罚案例的数据,疫情相关的网

络谣言呈现出地方性(地方疫情) 、政策性(防疫政策)和民生性(个人防疫)的内容倾向[33] 。 也有学

者参考非典谣言的分类标准,将新冠谣言分为以下四类:一是引发公众焦虑的恐惧谣言,主要涉及感

染病例情况、防疫安排和疫情引发的粮食紧俏等问题。 二是攻击性谣言,指的是那些凭空捏造的、针
对个人、群体或地区的攻击性或歧视言论。 三是病理学谣言,这类谣言围绕疾病的原因、病毒传播方

式、防治手段展开。 最后是延伸性谣言,主要牵涉到疾病防控对政治、经济、教育等其他领域的影

响[34] 。 还有研究将疫情前期较为流行的谣言分为伪科学的、与病毒和疫情来源有关的、有意渲染和

夸大疫情惨状的、攻击中国制度的,以及国别谣言五种类型[35] 。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虚假信息和

谣言的分类标准,从多角度呈现了信息疫情的基本内容属性,但受到信息本身涉及主题混杂性的影

响,不同类别的信息疫情之间难以保证绝对的互斥性。
也有大量研究计算了信息疫情的数量占比情况,如一项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早期( 2020 年 2 月 6

日)的研究发现,谷歌中提供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绝大多数都是不符合健康信息的质量标准

的,也不是完全准确可靠的[36] 。 在表达形式和传播平台方面,一项基于国内语境的研究收集了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4 月 8 日“新浪微博辟谣”官方微博上与新冠肺炎相关的网络谣言数据,分析发现过

半的谣言(63. 9%)以文本形式呈现,微信是最常见的(71. 3%)谣言最初发布平台,且从时间维度看,
在不同时间段内,谣言的形式和来源存在显著差异,在空间分布上,湖北省是全国谣言信息的重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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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而辟谣信息主要来自北京和武汉两座城市[37] 。 从信息扩散的动态分布视角出发,匡文波和武晓

立研究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模型及特征,将谣言传播模式分为了生成期、扩散期

和消解期三个阶段[38] 。 姚艾昕等则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中谣言主体分布特征与时序变化,发现医

疗卫生类谣言占比最高,谣言内容和不同时段的疫情状况、舆论热点、政府回应事件等有强相

关性[39] 。
通过相关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当前中西方学术界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信息疫情分布展开了大量

的描述性研究,也普遍采用了大数据分析的方法,对特定时间段内、特定媒体平台中信息疫情的话题

分布进行了精细的刻画。 但就国内学者强调的信息疫情涉及的负面情绪而言,却少有研究关注情绪

的分布和演化过程。 同时,受限于单一平台、短时间段的片面信息,我们仍然无法了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信息疫情的全貌,也缺少对不同地区和国家信息疫情的比较研究。
(二)信息疫情的诱因

在传统的流行病学研究中,病因指的是那些使人群发病率增加的因素[40] ,经典的病因三角模型

( triangle
 

model)将致病因子、宿主和环境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看作是疾病发生的原因[41] ,正常情况

下三者保持动态平衡,一旦其中某个因素发生变化,平衡被破坏,人体就可能表现出病变。 回顾以往

探究疫情期间虚假信息为何流行的研究,同样可以将信息疫情的诱因归纳为以上三个维度的要素。
致病因子是引起疾病、决定疾病特异性的因素,对信息流行病来说,个体对虚假信息的接触是接

纳、转发和扩散这些信息的必要条件,致病因子也可以理解为虚假信息本身具备的、可以促成信息流

行的传播要素。 其中,如上文所述,从内容特征来看,信息内容的情绪化和政治化色彩是导致其大规

模流行的重要因素。 此外,在信源层面,虚假信息发布者和传播者的影响力也是导致信息疫情暴发

的原因。 一方面,专业医疗卫生人士有关病毒起源、传播方式、防治疗法等方面的言论往往被认为是

可信的、靠得住的,即便这些信息有可能并不正确。 另一方面,其他领域有影响力的传播者也可能是

使虚假信息大规模扩散的助力者。 如 2020 年,在一次美国抗疫前线医生峰会上,医生伊曼努尔公开

宣称戴口罩对抵抗疫情毫无作用,而服用羟氯喹才是最有效的办法,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抗疫神药早

已经被辟谣,但总统特朗普在看到这则视频后,立即公开表达了支持观点,引起了社交媒体上的广泛

争议,这则视频也被《纽约时报》评为疫情虚假信息传播的典型案例。 再如 Evanega 等人发现 2020
年 1 月至 5 月期间,英文媒体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所有虚假新闻中,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闻占

比最高(37. 9%) ,他们认为美国的总统可能是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流行病”的最大驱动因素[42] 。 在

我国,由专业人士参与散播虚假疫情信息的情况比较罕见,却不乏一些虚假信息借助权威人士之口

编造出所谓的“专家建议” 。
传染病发生过程中只有治病因子的作用未必一定会导致感染,虚假疫情信息在不同情境下对不

同受众所带来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在宿主即受众方面,作为信息接受者的个体特征决定了他们是否

是信息流行病的易感人群。 在“理性人”的假设下,人们是否相信并转发虚假信息取决于对谣言信息

的判断力高低,从人口统计学特征来看,个体的谣言判断力又同性别、学历、收入水平等因素有一定

相关性[43] 。 在国内疫情初期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相比于年轻人和学历较高的人群,年长者和

低学历人群更容易相信疫情谣言[44] ,中老年群体也更愿意在亲友间分享一些关于疫情防护等方面

的错误信息[45] 。 然而,人们选择相信或转发虚假信息又并非是绝对理性的,也可能是出于直觉的、
基于已有态度立场的感性行为。 如,疏忽解释( Inattention

 

Account) 理论认为,面临社交媒体中扑面

而来的海量信息,个体的注意力会被分散,在信息分享前忽视了对信息准确性和真实性的判断[46] 。
动机推理理论则认为,人们在面临新的(即便是虚假的) 信息时,会根据预先存在的目标开始推理。
换言之,在动机推理机制下,信息是为了人们已有的政治、种族或是宗教等方面的价值立场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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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内容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 这也引发了一系列关注个体价值观念的信息疫情研究。 如针对西

方社会的研究[47] 发现,那些倾向于自由主义立场、不倾向于社会主导立场的人更不愿意在社交媒体

上分享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阴谋论的虚假信息,而那些社会主导立场倾向较强、传统主义立场较弱的

人虽然不愿意传播与疫情严重程度相关的虚假信息,但他们更可能扩散一些主张阴谋论和强调文化

冲突的虚假信息。 除了固有的价值观念外,在心理感知层面,对网络信息的可信度和信息过载的感

知[48] 、焦虑感[49] 、从众心理[50] 都可以有效预测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实信息的分享

行为。
最后,影响信息流行病蔓延的环境要素可以分为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领域。 媒介环境是信

息流行病得以传播扩散的载体和场域,一方面,网络新媒体低门槛的内容生产机制使平台中的信息

质量无法得到完全保证,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中交织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多种信息传播

模式,使得信息更容易呈现病毒式扩散模式。 在过去的十余年间,Twitter、Facebook 等社交媒体在扩

散反疫苗的虚假信息和伪科学信息方面的影响力已经可见一斑。 有经验研究发现,与新闻媒体相

比,Twitter 上传播了更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错误信息。 就更加宏观的媒介外部的社会环境而言,
有研究发现,越是贫困的国家和地区,信息流行病的蔓延越严重[51] 。 也有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程度

与政治自由共同促进了假新闻的流行度,经济自由和媒体自由则可以遏制假新闻的传播势头[52] 。
关于信息疫情诱因的研究吸引了传播学、心理学、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多领域学者的关注,

但此类研究仍然体现出“维度单一、动因有限”的不足之处。 也就是说,大部分研究仅能聚焦导致信

息疫情盛行的个别维度的个别要素,还鲜有研究可以综合致病因子、宿主和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考

量,对导致信息疫情的诱因进行综合探究。 诚然,对诱因研究提出囊括所有可能因素的要求是不现

实的,但尽可能多地考虑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是更符合社会现实的,也可以比较不同层面的诱因对

信息疫情传播作用力的强弱。
(三)信息疫情的治理

信息疫情的治理是一个多主体协同的过程,国内外学者的对策和经验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

个类别:
第一,以政府为主导的地方与跨国治理行动。 网络是信息疫情最常见的发源地和传播场域,政

府完善立法、强化网络监管是从源头控制信息疫情产生的有效手段,如国内学者提出的“硬性把关”
和“强化过滤”的治理策略[53] ,从供给侧体系建设、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网络社区治理多方面建构符

合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的谣言治理体系[27] 。 此外,也有学者[54] 呼吁,防止信息疫情的蔓延,需要建

立地方和全球层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整合线下和线上资源,使权威信息在不同平台上流通,而这

一策略目标的实现又是一个多主体协同参与的过程。 具体而言,监管部门需要出台相应政策对虚假

信息的生产者给予严厉的惩罚措施。 政府可以促成科技公司与专业医疗机构合作,建立一个可以识

别社交媒体中造谣者的技术系统。
第二,以媒体为行动者的自净行动。 面对信息疫情,传统主流媒体应及时、准确地披露信息、回

应社会关切、协助平台信息审核、积极主动辟谣,同时也要创新信息传播形式,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

等平台使准确信息触及更广泛的受众群体。 平台媒体则需要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发挥自身

的技术优势,控制谣言信息传播、提升用户对信息真伪的辨识力[55] 。 也可以开通专门的辟谣平台、
以加大科普宣传力度的方式阻止谣言信息的扩散和影响[56] 。 平台媒体治理信息疫情的技术路径主

要包括信息识别和传播控制两个方面,此类研究大多来自计算机学科。 在信息识别技术中,有研究

提出了基于“传播主体” “信息主题” “情感动机”三个维度指标的虚假信息识别算法,并根据信息在

不同指标上的风险性高低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策略[57] 。 也有研究指出,在社交媒体中,一些用户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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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健康医疗机构及官方建议相似的表述对虚假信息进行回复,通过对这些回复信息的识别可以较

为高效地判定虚假信息[58] ,同时,如果用户发布了关于虚假信息的核实帖,那么虚假信息也很可能

存在于他的个人社交网络中,由此,可以建立协作系统,利用用户自愿贡献的核实帖来消除社交网络

中的虚假疫情信息。 还有实验研究发现,人们之所以会在社交媒体中分享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虚

假信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事先并没有考虑过信息的准确性,而对信息进行简单的准确性提示

就可以大大提升人们在分享信息时辨别真相的水平[59] 。 对信息疫情的传播控制技术又可以分为源

头控制和过程控制两种:从源头遏制的技术包括采用区块链技术追踪虚假信息发布源,或开发算法

评估信源可信性,并降低那些低可信度信源在算法推荐中的优先级[60] 。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可以通

过识别网络中关键节点用户的方法,阻断他们接触虚假信息、促使他们保持对真相的认知,以达到扩

散效果最小化的目的。
第三,以公众为对象的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素养缺失一方面表现为信息辨别能力有限、反思批

判意识薄弱,容易陷入对虚假信息的盲目信任。 另一方面,风险事件期间公众恐慌、焦虑等情绪激

荡,在网络媒体中的情绪化表达也容易助推网络谣言的传播扩散。 提升公众媒介素养水平在治理信

息疫情方面的意义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当前,无论是西方还是国内学术界对信息疫情防治的研究大多还局限在对策建议层面。 在可操

作性行动方面,关于信息疫情监测和预警的综合指标体系仍待构建和完善。 由于信息疫情种类和其

引发社会情绪的复杂异变性,媒体和平台方如何有针对性地采取防治手段也值得研究深入探讨。 而

以公众为对象的媒介素养教育则是一个长期的社会过程,为了达到短期内的教育效果,研究则可以

从科学传播的视角,关注如何普及新冠肺炎疫情病理学相关的基本知识以及防疫政策制定的基本原

则和流程,尽量减少一些反常识性虚假信息传播的可能性。

四、信息疫情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信息疫情的病因研究

虽然海内外学者已经开始从不同学科视角、采用不同研究范式对信息疫情的“病因”进行了初步

探索,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 在传播学领域,有关信息疫情的经验研究有限、研究方法单一、缺
少多因素分析和跨人群与跨地域研究等问题,就此,未来研究可以朝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第一,采用科学的因果判定方法探知导致信息疫情的关键因素。 在后疫情时代,信息疫情发迹

于传染病危机四伏的风险社会、盛行于传播主体多元的网络环境、作用于多重情绪交织的受众群体,
关于导致信息疫情流行的动因分析也需要纳入多维因素考量。 如何在疫情发展的初期,锚定到那些

最容易滋生信息疫情的议题、识别出煽动信息疫情扩散的网络推手、厘清助推信息疫情传播的社会

情绪与公众心理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 除了采用追踪调查、随机控制实验、引入工具变量、
倾向值匹配等方法对影响信息疫情的网络流行度、公众信任度的要素进行因果判定外,还需要将研

究视角从聚焦于微观个体层面,拓展到组织、群体、地区与国家等层面的多重因素,探讨个体特质、群
体规范、地域文化、社会环境、国家政治经济条件等要素如何作用于信息疫情的发展。

第二,针对信息疫情的易感人群进行受众细分的归因研究。 正如传染病病毒对不同身体机能的

易感人群的发病机制不同一样,各类受众群体对信息疫情的信任和分享动机也存在差异,但与传染

病发病的生理机制不同的是,信息疫情的“发病”往往作用于人们的心理机制。 年轻人与中老年群

体、疫区与非疫区人群、城市与乡村居民等群体接触信息疫情后的心理感观也会存在差异,这也是决

定人们是否相信和分享此类信息的重要因素。 因此,如何对信息疫情的易感人群进行差异化划分、
发现导致不同群体内信息疫情流行的个性化因素和导致信息疫情跨圈层传播的共通心理,都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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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需要细致探讨的议题。 此外,在高度发达的网络媒介环境中,如何辨析信息疫情在不同平台用

户群体中的传播动力也值得关注。
第三,经验发现与质性分析相结合,洞察显性“病因”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 信息疫情的爆发并

非偶然,传播学领域的经验研究从信息特质、传播环境、受众心理等方面探究此类虚假信息何以盛行

的同时,也应结合信息疫情植根的社会土壤,深入剖析它暴露出的网络治理、法制规范、公民素质、社
会心态等方面的问题。 例如,受众面临疫情的恐慌感和焦虑感是否折射出社会信任面临的某种危

机? 信息疫情在网络平台中的扩散暴露出法制规范的哪些缺口?
(二)信息疫情的影响研究

信息疫情的影响研究是一种典型的媒介效果研究,作为一种与风险伴生的传播现象,它的影响

是多维度、多面向的。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就信息疫情对公众的风险感知、心理情绪和防疫行为层面

的微观影响的关注较为密切,但对中观和宏观层面社会影响关照不够、对影响机理的探究有限,以下

研究问题仍需进一步探究:
第一,信息疫情对个体与社会带来影响的产生机制是怎样的? 就个体层面而言,信息疫情的传

播效果是否经历了由认知偏误到观点形成、再到行为实践的逻辑链条? 这一过程中与个体信息处理

(如处理模式、处理策略等) 、态度观念(如自我效能感、社会信任、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观念)等因素

之间存在何种交互作用关系? 在社会领域,信息疫情带来的个体观点如何聚集成公共意见、个体心

理如何演变为社会心态、这些意见和心态又在何种条件下会促成利益群体的集体行动?
第二,信息疫情对组织机构、国家社会稳定有何种影响? 如,信息疫情是否损害了专业媒体在重

大突发风险事件中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公信力? 是否干预了政府防疫决策的制定和落实? 是否阻碍

了医疗卫生组织的预防和救治工作? 对疫情期间的舆情疏导与国家治理工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第三,信息疫情的在线传播与人际传播效果之间存在何种关联与差异? 信息疫情在全球范围内

的一个传播共性表现为由在线媒体平台向线下人际交流领域渗透的过程,线上讨论与人际交流的传

播效果又有着哪些共性和差异? 在两种扩散效应下又会产生怎样的集体行动效应? 以上问题均需

要系列经验研究提供科学证据。
(三)信息疫情的治理研究

信息疫情的治理是未来研究的重中之重。 当前国内外传播学领域关于信息疫情防治的研究仍

以策略建议性论述为主,应用型研究有限。 信息疫情的防治是一个多主体协同治理的过程,它需要

政府、媒体、医疗卫生机构、民众等多方合力开展,关于信息疫情的指导性策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

统筹和协调各方行动的作用。 同时,信息疫情涉及的信息种类也是多样的,它表现为疫情相关的虚

假信息、恶意信息、欠妥信息此起彼伏的信息现象。 这几类信息之间既存在一定的相似特征,也有着

显著的差异。 虚假信息通常指的是违背科学和社会事实的假消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多关涉疫

情的防控药物、措施和政策安排等,也包含各地疫情动态等反事实类假消息,此类信息可能是传播者

有意编造的,也可能是由于误解或证据缺失等因素带来的非故意性失实。 恶意信息则强调了虚假信

息中故意性失实的部分,此类信息的生产者有意编造疫情相关的不实消息,以服务于自身或所属利

益群体的特殊目的。 在西方社会,这种恶意信息常表现为针对党派或政治人物的阴谋论,在我国则

更多表现为对疫区或患者的群体歧视、对境外归国人群的诋毁与攻击、以及对部分官员或公共卫生

组织机构的抹黑言论等。 换言之,西方社会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恶意信息多受政治意图驱动,而我

国境内此类信息多用来煽动社会情绪,以制造社会群体的隔阂和撕裂。 最后,欠妥信息更加关注特

定社会情景下信息传播的恰当性问题,即便此类信息并不构成失实,但在某种特殊社会状况下,一些

信息的传播是有失妥当的,它可能会对稳定民众情绪、舒缓社会心态、构建社会信任起到反作用。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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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到实践应用层面,对以上几类信息疫情的综合治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信息疫情的监测与预警。 对涉疫信息的监测,有助于预判信息疫情的苗头、从萌芽期遏制

信息疫情的发展和扩散。 针对不同类型的信息疫情,建立明确的识别和评价指标体系让监测预警有

据可循。 在监测对象选择上要兼顾到微博、微信、网络论坛、贴吧、短视频等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中

的多维数据,打破“数据孤岛”的局限,又要关注到 Twitter、Facebook 等国际化媒体中涉华疫情信息的

动向。 在方法上充分利用自然语言处理、社会网络分析、多主体仿真建模等计算方法,保证监测的准

确性和有效性。
第二,信息疫情的精准辟谣。 精准辟谣的针对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首先是根据谣言内容发

现公众关心的信息诉求,在辟谣信息中做出明确的澄清和更正。 其次是针对谣言流行的特定群体,
定制符合目标群体解码模式的话语策略,以达到因地制宜的辟谣效果。 此外,群体中的意见领袖是

一个关键的信息扩散节点,可以借助他们的影响力促进辟谣信息在群体内的渗透。 最后,平台媒体

在辟谣工作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用户谣言信息的浏览记录,利用算法推荐技术可以实现对谣

言的“精准打击” 。
第三,信息疫情治理的效果评估。 对信息疫情的治理不应止步于策略的制定与落实,对应对措

施的效果评估也至关重要,阶段性的效果评估作为一种及时反馈可以对治理策略和手段的调整提供

科学依据。
(四)信息疫情的跨国比较研究

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传染病所引发的信息疫情也是一种全球化的普遍现象。 但在不同制度、文
化、经济、媒介生态等宏观结构性因素影响下,不同地区和国家间的信息疫情又会存在显著差异。 以

新冠肺炎期间的信息疫情为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中,信息疫情呈现出独特的政治化色彩,尤
其在 2020 年美国大选期间,特朗普反复强调“武汉病毒”等阴谋论实质是民粹政党制造民众排外情

绪、拉选票的话语工具,疫情相关的虚假信息也是美国“后真相政治”的典型体现。 我国和西方社会

语境下信息疫情的性质、成因、后果等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化特征,信息疫情也可能成为影响国际舆论

场中国家形象的负面因素。 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出发,对信息疫情的研究也可以围绕成因、影响和治

理三个议题展开。
第一,上文提及的信息疫情的病因研究仍属于针对中国问题的本土化研究范畴,而国际比较视

角下的成因分析则可以通过跨国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信息疫情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里的表征差

异,分析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健康医疗水平、媒介文化、社会心态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力度。
第二,当信息疫情发展为全球化的媒介风险时,国际比较视角下的信息疫情研究一方面应该关

注它对世界信息秩序带来的挑战、对国际话语体系的影响。 另一方面可以洞察信息疫情在不同的文

化、不同的国家中产生的不同影响。
第三,信息疫情治理的跨国经验总结。 即便信息疫情在我国与西方社会的传播存在一定差异,

但它在利用群体不安心理、煽动负面情绪、借助网络扩散等方面仍然具有共性。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国际学术界从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对信息疫情防治展开了全面研究,
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 西方社会也从完善法律规范、加强平台规制、应用算法技术、提高公众媒介

素养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未来可以就信息疫情的治理进行全球经验总结,为构建公共卫生领域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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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al
 

Diffusion
 

of
 

Infodemic:
Features,Research

 

Status
 

and
 

Prospects

Zhong
 

Zhijin,Zhou
 

Jinj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Infodemic
 

mainly
 

describes
 

the
 

phenomenon
 

that
 

massive
 

rumors
 

and
 

false
 

information
 

diffuse
 

in
 

online
 

media
 

during
 

epidemics. The
 

diffusion
 

of
 

infodemic
 

shows
 

viral
 

characteristics
 

in
 

its
 

information
 

content,diffusion
 

process,and
 

effects. In
 

the
 

field
 

of
 

communication,research
 

on
 

the
 

infodemic
 

is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in
 

the
 

current
 

study:how
 

the
 

information
 

distributes,why
 

it
 

becomes
 

popular
 

and
 

how
 

to
 

con-
trol

 

and
 

govern
 

it.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adopt
 

scientific
 

causal
 

inference
 

methods,subdivide
 

the
 

suscepti-
ble

 

population
 

and
 

combine
 

empirical
 

research
 

with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information
 

epidemic. The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effect
 

of
 

infodemic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what
 

in-
fluence

 

it
 

brings
 

to
 

organizations,societies
 

and
 

nations. This
 

line
 

of
 

studies
 

also
 

need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diffusion
 

of
 

the
 

infodemic
 

and
 

explore
 

why
 

such
 

difference
 

emerges.
In

 

terms
 

of
 

infodemic
 

governance,surveillance
 

and
 

warning,accurate
 

dispelling
 

of
 

rumors
 

and
 

effect
 

evalua-
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Finally,further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cology
 

and
 

inves-
tigate

 

the
 

causes,manifestations,impacts
 

and
 

governance
 

of
 

information
 

epide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
tion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infodemic;false
 

information;viral
 

diffusion;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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